
仍在胡適的延長綫上
———有關中國學界中古禪史研究之反思

葛兆光

　 　 【摘　 要】本文從 １９８０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對於禪宗研究狀況
的討論開始，探討在當時“文化熱”背景下禪宗研究存在的問題與

方法，並且介紹迄今爲止中國大陸的禪宗研究狀況。試圖指出，

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胡適開創了中國學界禪宗研究的現代典範，他
大力提倡並且身體力行的歷史學與文獻學結合的方法，至今仍是

中國學界在禪宗尤其是禪宗史研究領域最擅長、最有希望也是最

有成績的。本文在簡單介紹了日本與歐美禪宗史研究界的各種

現狀，並與中國對比之後，强調中國學界關於禪宗尤其是禪宗史

研究，至今仍在胡適當年的延長綫上，歷史學與文獻學結合，至今

仍是應當努力的方法。

【關鍵詞】胡適　 禪宗史　 歷史學與文獻學結合　 日本學界
有關禪宗史研究　 歐美學界有關禪宗史研究　 後現代歷史方法

引子：從高行健説到八十年代禪文化熱

２０００年的秋天，我在歐洲訪問，大概是 １０ 月 １２ 號，比利時魯汶大學的
鍾鳴旦（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ｔａｎｄａｅｒｔ）教授突然來告訴我説，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給
高行健，以表彰他的小説，尤其是《靈山》，對一種文化的深刻描述。這是第

一位華人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我當然很高興。兩天後我到荷蘭，在萊頓大

學漢學院圖書館看高羅佩（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Ｇｕｌｉｋ，１９１０—１９６７）藏書，正巧



那裏有個朋友希望我講一講中國對於高行健戲劇和小説的感想，我就即興

講了一段。記得當時我説的大意是，高行健得獎值得高興，但我始終有一

個奇怪的感覺，就是儘管他在法國已經十幾年了，但他好像仍在 １９８０ 年代
的中國，他的小説中關於中國的認識、記憶和想象，好像都來源於 １９８０年代
“文化熱”。可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現在中國已經和“文化熱”

那個時代不同了。記得當時我還用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

夜’”的典故，感慨無論是身在此山外的歐洲人，還是身在此山中的中國人，

如果不瞭解八十年代中國文化熱，也許很難體驗和理解高行健《靈山》的文

化背景和靈感來源。

這並不是我個人的感覺，經歷過中國大陸 １９８０ 年代“文化熱”的人，都
會覺得“記憶停滯在八十年代”①。爲什麽我講禪宗史研究，要扯到這麽遠

呢？因爲在高行健的《靈山》裏，曾經用了很多佛教、禪宗的元素，暗示他想

象中的一種荒蠻（貴州）的、邊緣（佛道）的、充滿神秘色彩（靈巫）的文化，

這是和西方常識中的中國文化並不一樣的文化，高行健的文化記憶中，就

包含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理解的“禪”。就在前些年，我在《明報月刊》

２００７年第 ５期上，又看到他和劉再復在巴黎對話，題目居然是“慧能的力
度”。高行健在馬賽歌劇院導演《八月雪》，還説“惠能是東方的基督”，惠

能“啓發人自救”，而禪是“一種立身的態度，一種審美”。可見，這個對於禪

的文化想象在他心裏是很深的。這種有關禪宗的文化想象，現在已經不多

見了，但在 １９８０年代是很普遍的。因爲那個時代中國不少學者相信，對於
禪宗史的興趣，有關禪文化的熱情，可以衝擊主流政治文化的一統，瓦解傳

統儒家思想的固執，改變中國人的實用性格，這是在那個時代背景中出現

的特别的文化現象。

那麽，那個時代背景是什麽呢？爲什麽那時會對禪宗産生異常興趣

呢？這要回頭説到當時中國出現的“文化熱”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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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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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化主潮是理想主義、激進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取經”，“至少在過來人當

中，大家並没有忘掉那段歷史”。參看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録》，北京：三聯書店 ２００６ 年版，
《寫在前面》，第 ９、４頁。
關於文化熱，可參考林同奇《文化熱的歷史含意及其多元思想流向》（上）、（下），連載於《當代》

（臺北）第 ８６、８７輯（１９９３年 ６—７月）。亦可以參考陳奎德編《中國大陸當代文化變遷》，臺北：
桂冠圖書公司 １９９４年版。



一、１９８０年代中國禪宗研究的政治與文化背景

簡單地説，中國 １９８０ 年代的“文化熱”，是在一種矛盾心態中形成的。

一方面，當時的人們在理智上大都嚮往現代化，因爲人們相信這樣一些格

言：“落後是要挨打的”，是要被“開除球籍”的。因此，剛剛改革開放的中

國，思想世界基本上仍在“五四”甚至晚清以來“尋求富强”的脈絡之中。在

這種被史華兹（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１９１６—１９９９）稱爲“尋求富强”（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也就是奔向現代化的心情中①，科學、民主、自由等等
普世價值，在經歷過“文革”的人看來，仍然是追求的理想和目標。因此，魯

迅的“批判國民性”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批判傳統的聲音還很强。特别

是，由於不好直接批判政治的弊病和追究政黨的責任，就讓文化傳統爲我

們“還債”。所以，就像“伍子胥鞭屍”一樣，當時很多研究歷史和文化的人，

就會發掘傳統文化中間那些導致中國封閉、落後、蒙昧的因素。這個時候，

儒家、佛教、道教就統統被翻出來，重新放在聚光燈下和手術臺上。

可是，還有另一方面。畢竟都是中國的知識人，對於自身的傳統和歷

史，本來就多少有一些依戀的感情，而且傳統的天朝大國心態，也讓中國人

不那麽甘心或者不那麽服貼於西方文化，總覺得中國傳統還是有現代資源

的。所以，對於那種符合士大夫口味的禪宗，包括那些自由的思想、反叛的

行爲、怪異的公案，都很有興趣。所以，在批判的同時也不免有點兒留情，

對它的好感從前門被趕出去又從後門溜進來。像我自己寫《禪宗與中國文

化》那本書，在談到它造成文人士大夫心理内向封閉的時候，可能批判的意

味很重，但談到它追求“幽深清遠”的審美情趣時，又往往不自覺地稱讚。

特别是，當時中國一批“尋根”小説家，他們在發掘中國文化資源的時候，覺

得歷來佔據正統的儒家很保守，古代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很没有意思，中

原的、漢族的、秩序感和道德感都很强的文化也很乏味。因此，文學家們常

常去發掘那些怪異、反叛和邊緣的東西。因而佛教禪宗、道家道教、巫覡之

風、西南或西北少數民族，就開始被濃墨重彩地想象和渲染。像當時韓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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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這是史華兹一部有關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著作的書名，即葉鳳美譯《尋求富强：嚴復與西方》，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版。



功《爸爸爸》、王安憶《小鮑莊》、賈平凹《臘月正月》等等，其中多多少少都

有這方面的趨向。高行健也不例外地受到這一潮流的影響，所以，他的《靈

山》裏面就用了貴州（非漢族）、佛教、道教這些和中原（漢族）、儒家主流文

化不一樣的元素①。

１９８０年代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背景刺激了“禪宗熱”。不過這個“禪宗
熱”，本質上並不是歷史學或文獻學意義上的學術研究，而是現實的社會關

懷與文化反思下的政治批判。在這個時代，禪宗只是一個箭垛，就像“草船

借箭”似地讓批判和反思的箭都射到這上頭來。可需要追問的是，爲什麽

偏偏是禪宗當了這個箭垛呢？因此，我們還應當注意，“禪宗熱”背後還有

一些“洋背景”。

很多人都知道，那個時候中國有一套叢書很流行，這個叢書叫做“走向

未來”。聽這套叢書的名字就知道，那個時代的人對於“走出中世紀”的心

情多迫切。在叢書裏面有一本小書，是一個西方人卡普拉（Ｆｒｉｔｊｏｆ Ｃａｐｒａ，
１９３８—）寫的，書名叫《物理學之道：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這個
卡普拉是一個很有反叛性的物理學家，他大概學了一些東方思想，對西方

科學有很多質疑②。除了這本書外，他還寫過一本叫《轉捩點：科學、社會

與興起的文化》，兩本書裏面都引用了不少道家和禪宗的説法———當時被

稱爲“非理性主義”或“東方神秘主義”———對西方慣常的理性思維和科學

主義進行抨擊。《物理學之道：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這部書當時

被譯成中文，就好像俗話説的“歪打正着”，也就像古話説的“郢書燕説”。

他的這些很“後現代”的批判性想法，對於當時正在熱心追求科學的中國人

没有形成太大的影響，但是對仍然依戀傳統文化的中國人，卻給了一個有

趣的啓發：原來，我們這裏的禪宗、道家，還是比西方哲學和科學更加時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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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靈山》中寫到貴州東北部著名的梵淨山，寫到山中寺院老和尚的圓寂與火化。但是，老和尚的

兩個大弟子最終也没有得到口授真傳，連象徵佛法的衣缽的“缽”都粉碎了。最後，一場大火三

天三夜，一切只剩下灰燼。“浩劫之後又只剩下這一座廢墟和半塊殘碑，供後世好事之徒去作考

證”。他又寫到，古廟廢墟不久又成爲土匪窩，他感慨歷史的變遷不居。高行健其實是在暗示佛

教道理“凡所有相，皆爲虚妄，所相非相，乃非非相”。

收在“走向未來叢書”的那個中文本，題爲《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這部書流行非常廣，後來

又在中央編譯局出版社重新出版，在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次印刷，並且增加了新的内容。在卡普拉看
來，道家、禪宗及東方的其他神秘主義學派，如印度教、佛教等等之所以能像現代量子物理學一

樣，對宇宙的基本統一性有深刻的認識，其原因就在於他們的思維形式是渾然不分的直覺思維，

而不是門類分裂的理性思維。



更加先進的思想呢，就像禪宗語録講的，“自家寶藏不肯信，整日四處尋覓”，

這下可好，我們有自豪的本錢了，所以，很多人對禪宗開始另眼相看起來。

其實，卡普拉有關“東方神秘主義”的想法（包括西方人對於禪宗的理

解），一方面來自歐洲哲學家或東方學家對於印度的研究；另一方面來自日

本鈴木大拙的影響。這裏没有篇幅仔細討論，只是要説明的是，西方人在

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已經有一些對於現代性的反思，在反思中，他們發現
了可以用來自我批判的東方資源，比如叔本華、尼采，一直到海德格爾、雅

斯貝斯等等。因此，這個時候歐洲哲學家或東方學家關於吠陀、佛教、道家

的研究，日本學者對於佛教、禪宗的哲學詮釋，就會成爲批判資源，進入他

們的思想世界。另外，我們也應當承認，日本學界在哲學和思想的反思性

批判和自主性追求上，比中國學界要早得多。這也許是由於日本較早進入

現代國家行列，又割不斷東方文化傳統的緣故，它很早就有所謂“近代超

克”的意識，總試圖在西方思想和觀念籠罩下掙脱出來。所以有一批如鈴木

大拙、西田幾多郎、西谷啓治、久松真一、阿部正雄這樣的學者，一直在努力發

掘和宣傳自己的思想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禪”。因爲禪對於宇宙本質

的理解，對於語言和理性的懷疑，對於社會生活的理解，對於心靈自由的另類

尊重，似乎都和西方人不同。所以，從 ２０世紀初期起，鈴木大拙就用英文在
西方傳播禪思想和禪文化，後來他甚至被西方人稱爲“世界禪者”，連“禪”這

個詞，現在西方人都習慣用日文的發音叫作“Ｚｅｎ”而不是中文的“Ｃｈａｎ”①。

這些傳統的佛教思想，在日本學者中用西方概念重新包裝，出口到西

方，可是，又從西方的接受者那裏穿上了洋外衣，出口轉内銷回到了 １９８０年
代的中國②。這種西方人都承認的東方智慧，給當時强調中西思想文化差

異的中國學者很多啓發，也給暗中留戀本土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

一個重建傳統思想和本土文化的新契機。我記得那個時候，對於德國哲學

家海德格爾（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７６）曾經請臺灣學者蕭師毅給他讀
《老子》這一傳聞，大家都津津樂道，覺得其中深意令人遐想。而佛教與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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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當然，現在歐美學界研究禪宗的學者，倒是有意識地用“Ｃｈａｎ”來標示禪宗，特别是中國禪宗。
而用“Ｓｏｎ”來標示朝鮮禪宗，用“Ｚｅｎ”來標示日本禪宗。在有的著作中，還會特别採用“Ｃｈａｎ ／
Ｚｅｎ”或“Ｚｅｎ ／ Ｃｈａｎ”這樣的方式。
例如，阿部正雄撰，王雷泉、張汝倫譯《禪與西方思想》，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Ｍａｓａｏ
Ａｂｅ：Ｚｅ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８５）。此書中譯本曾經在 １９８０ 年代末出
版，並且發行一萬多册。



宗，就是在前面所説的那種“批判”和後面所説的這種“留戀”中，被 １９８０ 年
代的中國學界重新發現的。包括我自己那部《禪宗與中國文化》，現在回想

起來纔漸漸察覺這部書中一些思路、方法和評價的問題所在，可是，當時我

卻並没有這麽明確和自覺的意識。身處一個時代潮流中，往往身不由己地

被裹進去，要到很晚纔能自己反思。後來，我在翻譯鈴木大拙《禪への道》

那部書前面寫的譯者序中，對這個學術史過程有一些檢討，當然這可以叫

“後見之明”。

我的《禪宗與中國文化》，也許是現代中國大陸學界第一部專門討論禪

宗的著作，此後，中國陸續出現了不少有關禪宗的論著。可是應該指出，整

個 １９８０年代，中國的禪宗歷史和文化研究，嚴格地檢討起來，並不能算很學
術或學院的。如果允許我簡單地説，中國學界的禪宗研究大致可以分三個

領域。一是作爲歷史和文獻學研究領域的禪史研究，在這個領域中，研究

者得先去收集史料、考察歷史、還原語境、排列時序，那是很嚴格的學院式

研究。二是作爲哲學、心理學解釋領域的禪思想研究，在這個領域你得説

明，在人的思想和智慧上，禪宗是怎樣超越傳統，給中國思想世界提供新思

路、新認識，從而改變了中國人的習慣的，也得説明作爲一個以救贖爲目標

的宗教，它通過什麽方式使信仰者的心靈和感情得到解脱？這也是很難

的。三是作爲歷史和現實批判資源的禪文化研究，這當然是根據當下的需

要，借助歷史和文化，來含沙射影、旁敲側擊地進行現實批判，這需要的不

是歷史和文獻、哲學和心理的嚴格、細緻，應該説就比較容易。但是，這三個

不同領域和三種研究進路在 １９８０年代是被混淆的，而最後一個領域也就是
現實批判，在那個時代是最受關注，也是最能够引起共鳴的。應當承認，我寫

《禪宗與中國文化》，就是在這個層面建立論述和思考基礎的，所以嚴格説來

它並不能算“學術的”或者“學院的”研究。可是，偏偏這一非學院或非學術式

的禪宗研究，對 １９８０年代學術界文化界的“禪宗熱”，起了最大的作用。
寫《靈山》的高行健，恰恰就是受到這一方面的影響。

二、胡適的意義：中國禪的基本問題與

近百年來中國的禪宗史研究之狀況

　 　 現在，讓我們從禪宗的基本常識開始，重新討論中國在禪宗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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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學術史問題。通常，在有關中國的禪宗與禪宗史研究裏，需要重點

討論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靜坐的方法。在漢魏六朝時期，佛教有重視義學（就是依據經典

講明道理）的一個方向，也有重視實踐（包括坐禪、苦行、造寺）的一個方向，

後面這個方向中，特别以小乘禪學的影響最大。在小乘禪學中，靜坐的方

法是很重要的，來源也很古老①。可是，爲什麽後來有了“律師”、“禪師”和

“法師”的分工？爲什麽裏面的“定”會逐漸獨立起來，並且在唐代中葉以後

成爲佛教的大宗？换句話説，就是禪如何由實踐方法變成了整體理論，並

且涵蓋了整個佛教關於人生和宇宙的理解和認識？———這一方面的問題，

涉及在中國“禪”如何成爲“宗”的大關節問題，這是屬於禪思想史必須討論

的話題。

第二，關於“空”和“無”。什麽是禪宗對於“空”的理解？它如何與道

家的“無”區别和聯繫？佛教中的這一支，其核心觀念和終極追求，如何從

《楞伽》的“心”轉向《般若》的“空”？所謂“佛性常清淨”，又怎樣逐漸偏向

“本來無一物”？這種理論如何被詮釋和實踐爲自然主義的生活？———這

一方面的問題，涉及禪思想如何“中國化”，就是它怎樣和中國原有思想的

結合，以及中國禪宗最終爲何有這樣的理論和實踐走向的問題。

第三，什麽是“頓悟”？如何纔能“頓悟”？所謂“無念、無住、無相”究

竟怎樣轉向了“平常心是道”？所謂“即心即佛”如何轉向“非心非佛”？在

這些變化中，牛頭、荷澤、洪州各自起了什麽作用？這種逐漸趨向輕鬆修行

和自我超越的思想，對於禪宗和佛教本身的宗教性，以及對於禪宗信仰者

的成分，會有什麽影響？形成這種輕鬆修行的歷史和文化語境是什

麽？———這個問題，涉及禪宗如何以及爲什麽能够進入上層社會，並成爲

文人士大夫的精英文化。

·９·仍在胡適的延長綫上　

① 古代印度本來就有瑜伽派，它有八個重要的方法，一是禁制（特别要謹記五戒：戒殺、戒盜、戒

淫、戒妄語、戒貪欲）、二是勸制（勤修五法：清淨、滿足、苦行、學誦、念神）、三是位坐法（有各種

坐法，包括蓮坐、勇士坐、賢坐、幸坐、杖坐、獅子坐、牛口坐、龜坐、弓坐、孔雀坐、自在坐等等）、四

是調息（即呼吸法，吸入時爲滿相，呼出時爲虚相，在三時調節氣息，氣滿時人在氣中爲瓶相，就

進入了所謂三昧狀態）、五是制感（控制自己的感覺器官，使眼耳鼻舌身意與外部世界分離）、六

是執持（指精神與心靈凝聚於一境）、七是禪那（包括四禪階段）、八是三昧（這是瑜伽修煉最高

級最純真的解脱境界）。可是，小乘的禪，作爲瑜伽八支實修法之一，“禪那”是如何被放大並凸

顯成實踐的關鍵的？本來，戒、定、慧三學，都是佛教追求解脱和超越的整體方法。參看後藤大

用《禅の近代認識》，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１９３５年第三版，第七章《坐法について》。



第四，什麽是“不立文字”？其實，佛教本來是很相信文字和經典的，

“如是我聞”，記録下來的佛陀説法成千上萬，有經典，有戒律，有解説的論。

可是，什麽時候産生對於文字的這種不信任？它的理論基礎是什麽？它如

何通過回到生活世界來實現感悟？然後，到了禪宗的手裏，它如何經由矛

盾、詩歌、誤讀、模糊表達等等方式，瓦解人們對語言的信任？它是一種所

謂的“反智論”嗎？如果不是，那麽，它是否像現代西方哲學一樣，是讓人回

到“原初之思”呢？這關係到我們如何來理解各種看上去奇奇怪怪的禪宗

文獻，也涉及我們今天如何來理解禪宗的現代意味。———這一方面，則關

係到禪如何成爲文學趣味、生活方式和藝術資源，從而成爲文化，漸漸淡化

了原來的宗教性。

以上這四個方面，表面看去都是禪宗理論和實踐的問題，但是，實際上

它們涉及的，恰恰也是禪宗歷史研究的幾個重點：一是它如何從實踐方法

轉化爲理論體系，涵蓋了對人生和宇宙的理解；二是它如何從修行傾向變

成了佛教派别，使得禪師變成禪宗；三是它如何從草根階層轉向精英階層，

從而使它的影響從南方到北方、從山林到廟堂。這些恰恰就是禪宗史的關

節點。在這些問題裏，既涉及歷史，也涉及思想，還涉及知識和信仰，甚至

還要涉及整個中國思想、宗教和文化的轉型問題，在這樣的觀察角度下，這

就首先是一個禪宗史的問題了。當然，除了以上禪宗史過程之外，歷史上

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對禪宗的影響和禪宗對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反影

響，也仍然是需要討論的。

可是，１９８０年代中國大陸的禪宗研究，主要聚焦點卻在禪宗對於中國，
尤其是上層知識人文化心理的影響，以及它如何影響到今天中國知識人的

政治態度和社會取向。不過，從 １９８０ 年代“文化熱”以來，經歷了 １９９０ 年
代的“學術熱”，現在禪宗研究已經有了很大變化，逐漸有了新的視野、思路

和方法①。關於這一方面，近年來有龔雋、陳繼東兩位合作的《中國禪學研

究入門》，這是我們編的“研究生學術入門系列”叢書中的一種，對於目前禪

宗研究的狀況，已經寫得很全面了②。我這裏想要重點討論的，是胡適開

創的有關中國禪宗史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在當下中國是否仍然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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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關中國學術界的這一轉變，請看葛兆光撰，土屋太祐譯《文化史、學術史、そして思想史へ———

中國學術界における最近三十年の變化の一側面》，載《中國—社會と文化》（東京大學·中國

社會文化學會）第 ２５號（２０１０）。
龔雋、陳繼東《中國禪學研究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



的問題。所以，我應當先回顧一下現代中國有關禪宗史研究的百年學

術史。

在我個人視野中所見，沈曾植（１８５０—１９２２）應當是現代的中國禪宗史
研究的開創者。他死於 １９２０年代，生前並没有專門寫過關於禪宗的著作或
文章，但是，他去世後由門人後學整理出來的劄記，也就是《海日樓劄叢》中

有好幾篇關於禪宗的短文①，既具有現代意味，又富於開拓意義。比如，關

於早期禪宗是“楞伽宗”的説法，就比胡適早很多年，他看到了早期禪宗奉

《楞伽經》的歷史；比如，像禪宗傳法系統最重要的金石資料《法如碑》，他就

最先注意到了，並指出禪宗傳續過程中，並不像禪宗後來説的是東土六祖

即從達摩到弘忍到惠能，甚至也不像北宗禪説的，從弘忍直接到了神秀，而

是中間有一個法如；又比如，從《禪門師資承襲圖》論神會的部分，他也注意

到了神會的意義，這比日本的忽滑谷快天和中國的胡適更早，他説“南宗之

克勝北宗，爲人王崇重，實賴（神）會力”②。特别應當指出的是，沈曾植是

當時學界領袖式人物，民國初年在上海寓居，儼然就是舊學世界的領袖，但

開一代新風的羅振玉、王國維、陳寅恪，都很受他影響。他對古代中國和突

厥之關係、西北歷史地理、蒙元史的研究，都有深刻見解，這在當時都是很

前沿的學問。因此當他以學界領袖的地位來關心佛教和道教的研究，就會

産生不小反響③。

沈曾植身前身後，像太虚和歐陽竟無領導的僧侣佛學和居士佛學

中，也都有一些有關禪宗史的研究，學者中間也有像梁啓超、蒙文通等人

的零星論述。但是，真正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禪宗研究，還是要到 １９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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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沈曾植《海日樓劄叢》，卷五、卷六，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新萬有文庫”本，特别是有
關禪宗的第 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５—１９７頁。
他的精悍短小的研究，已經很有現代意味。比如在道教方面，像關於道教五斗米教是“拜五斗”

即五方星辰，就使我們聯想到道教關於五方的崇拜，這是一直到後來還有人做的課題。在佛教

方面，像關於早期佛教部派問題的討論，他就已經脱離了漢傳佛教的老説法。那個時候，沈曾植

可能已經接觸了歐洲的印度學，而且還有所批評，比如他討論吠陀的時候，就批評歐洲人關於佛

教否定吠陀，受自由思想影響的説法，指出佛教只是“反外道”；又比如他討論《舍利弗問經》和

《宗輪論》關於十八部分離的記載爲何不同，討論了大衆、上座部的分裂的三種説法，並且考證

了大衆部中的大乘思想和馬鳴與婆須密迦旃延子的關係，顯然已經超越了傳統漢傳佛教的

範圍。

晚清民初是居士佛學興起的時代，沈曾植的佛教論述，也是這個時代居士佛學論述的代表。不

過，畢竟他還是博學之士的業餘興趣，又是用傳統劄記的形式記録和表達，所以，這些研究和論

述只是偶然的成就，没有在立場和方法上形成重要影響。



代中期的胡適纔開始。所以現在我就轉入正題，講講胡適的禪宗史

研究①。

我一直認爲，真正使得中國禪宗史研究有根本性變化，使它變成現代

學術研究的奠基人，當然是胡適②。胡適對禪宗史的興趣和動力，或許來自

兩方面，一方面是由於歐洲“文藝復興”的刺激，他對現代國家語言和白話

文學傳統的關注③，因爲禪宗語録在他看來是最好的白話文學；另一方面來

自他重新撰寫中國哲學或思想史的抱負。他覺得，寫中國思想史繞不開佛

教，研究中國白話文學也離不開禪語録。所以，從 １９２４年起，他下定決心研
究禪宗史，現在還保存了當時他試着寫禪宗史的手稿④。胡適對敦煌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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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中國大陸，有關胡適禪宗研究的評論中有三篇論文最有代表性：第一篇是任繼愈《論胡適在

禪宗史研究中的謬誤》，載於《歷史研究》（１９５５ 年第 ５ 期），第 ２９—４８ 頁。説（胡適）之所以研
究禪宗，是因爲禪宗與胡適“都是反理性的，都是主觀唯心主義的，都是反科學的”，並且説胡適

的禪宗研究“没有任何價值”。這是 １９４９年之後，胡適批判運動下的産物，代表了政治意識形態
式的評價。第二篇是樓宇烈《胡適禪宗史研究平議》，載於《北京大學學報》）（１９８７ 年第 ３ 期），
第 ５９—６７頁。指出“（胡適）以非信仰者的立場、用思想史的眼光、歷史學的態度和方法研究禪
宗史的學者”，代表了 １９８０年代改革開放之後的新評價。第三篇是潘桂明《評胡適的禪宗史研
究》，載於《安徽大學學報》（１９８８年第 １期），第 ５４—５９頁。特别討論了胡適對於禪宗史文獻的
發掘和考證，一方面批評胡適方法論上的根本錯誤是主觀唯心主義，説“（胡適）從‘懷疑’出發，

以‘考證’爲手段，提出了一些難以爲人所接受的‘武斷的結論’（柳田聖山語）”。但是另一方

面也承認“在這些著述中，胡適的某些考證還是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説明 １９８０年代政治批判
的痕跡仍然存在。

關於胡適在現代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意義，參看余英時先生《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

（原爲 １９８４年爲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所寫的序言）以及《〈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
學革命》，均載《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２００４年版。
１９１７年，胡適（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在美國留學回國途中，曾仔細閲讀薛謝爾（Ｅｄｉｔｈ Ｈｅｌｅｎ Ｓｉｃｈｅｌ）的著
作 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從胡適日記中可以看到，他極爲關注歐洲文藝復興的成果，是在各國“俗語”
基礎上形成“國語”，而形成“國語”則對這些現代“國家”的形成非常重要。因此，胡適把意大利

語、法語等現代國家語言（國語）和中國宋代的語録、元代的小説以及民衆口語相提並論，他認

爲，這就是普及國民文化，提升國民意識，形成現代國家的重要途徑。而“白話猶未成爲國語”，

正是他努力在中國推動“白話文學”以及“建設國語”最重要的思想來源。禪宗研究在胡適學術

世界中佔有重要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的這一思想。

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二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１９８４ 年版。胡適在
１９２４年 ７—１１月間開始寫《中國禪學史稿》，他説：“寫到了惠能，我已經很懷疑了，寫到了神會，
我不能不擱筆了。我在《高僧傳》裏發現了神會和北宗奮鬥的記載，又在宗密的書裏發現了貞

元十二年敕立神會爲第七祖的記載，便決心要搜求關於神會的史料。”（第 ５７０ 頁）又，胡適《禪
宗史草稿》有關神會一段，寫於 １９２５年 ３月 ４日，批評《宋高僧傳》“這書頗能徵集原料，原料雖
未必都可靠，總比後人杜撰的假史料好的多多”。又説：“禪宗書往往把後世機緣話頭倒裝到古

先師傳記裏去……我們所以借神會一傳，給讀禪宗史者下一種警告。”見《胡適全集》第九卷，安

徽：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５６—５７頁；按：手稿在《胡適手稿及秘藏書信》第 ８册中。



的注意更早，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他就給英國刊物寫文章，指出大英博物館

敦煌文書目録的問題①。到了 １９２６ 年，他恰好有機會到歐洲去看敦煌卷
子，帶着自己的關注，便發現了禪宗史上前人很少接觸的新資料。１９２７ 年
夏天，他在上海美國學校“中國學暑期講習會”講了四次《中國禪宗小

史》②，１９２８年，他寫了《禪學古史考》，同年又與湯用彤討論禪宗史③。可以
看出，這個時候已經基本形成了他的禪宗史基本脈絡和評價立場④。於是，

從 １９２９年起到 １９３４年，他陸續發表了好幾篇關於禪宗的研究論文⑤，範圍
涉及了早期禪宗系譜、中古禪宗史、南宗的神會，以及《壇經》作者、惠能與

神會之後的南宗禪等等，一時引起學界極大關注。應當説，他發現有關禪

宗的敦煌文獻，是千年來不曾看到的新材料，他提出有關禪史的好多看法，

都是石破天驚極具震撼力的。比如，關於《壇經》不是惠能的作品而是神會

的作品；比如，開元年間滑臺大會是禪宗史南宗與北宗盛衰的轉捩點；比

如，安史之亂中神會爲朝廷籌“香水錢”奠定了南宗的正統地位；又比如，寫

禪宗系譜的傳統依據傳燈録往往不可信等等。這些研究無論結論是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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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胡適爲英國《皇家亞細亞學會會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撰文，批評 １９１４ 年第 ３
期上翟理斯（Ｈｅｒｂｅｒｔ Ａｌｌｅｎ Ｇｉｌｅｓ）編撰的《敦煌録：關於敦煌地區的記録》（第 ７０３—７２８ 頁），指
出其錯誤。見王冀青《胡適與敦煌録》，載於《文史知識》（２０１０年第 ７期）。
１９３１年，他給朝鮮人金九經寫信，提到他有一篇英文的《禪宗小史》，曾請 Ｓａｕｎｃｅｒｓ 帶給鈴木大
拙看，但此文我没有看到。見耿雲志等編《胡適書信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
版，第 ５２８頁。
１９２８年 ７月 ２１日他和湯用彤的書信討論，即《論禪宗史的綱領》，共十三條。其中有幾個最重
要的關節，一是印度禪與中國禪，中國禪受道家自然主義影響的成分最多；二是菩提達摩一派當

時叫“楞伽宗”，敦煌有《楞伽師資記》；三是惠能的革命和神會的作用；四是八世紀下半葉出現

了很多有關禪宗系譜的僞史；五是八世紀下半葉到九世紀上半葉，禪宗的分派要參考宗密的著

作和敦煌的資料；六是神會一派不久衰微，馬祖道一成爲正統，“中國禪至此始完全成立”。以

上這些論述，基本上構成了六至九世紀禪宗史的大體框架。

原發表在 １９２８年 ８月 １０日《新月》第一卷 ６號，收入《胡適文存》三集第四卷，見《胡適文集》第
４册，第 ２２１—２３５頁。這篇文章一開頭就强調：“印度人是没有歷史觀念的民族，佛教是一個
‘無方分（空間）無時分（時間）’的宗教。故佛教的歷史在印度就没有可靠的記載。”他説他在

上海美國學校講禪宗小史，對中國禪宗人物生死年代講的很清楚，這使得兩個印度聽衆很吃驚，

覺得這是“中國民族特别富於歷史觀念的表現”。顯然，這已經體現了胡適對於禪宗史研究，重

視時間與空間研究的現代性的方法特徵。

像《菩提達摩考》（１９２７）、《白居易時代的禪宗世系》（１９２８）、《荷澤大師神會傳》（１９３０）、《壇
經考之一》（１９３０）、《楞伽師資記序》（１９３２）、《壇經考之二》（１９３４）、《楞伽宗考》（１９３５）等
等（分别收入《胡適文集》第 ３、５ 册），還編輯了《神會和尚遺集》，上海：亞東圖書館 １９３０
年版。



確，都使得禪宗史不得不重寫①。

胡適雖然並不是僅僅以禪宗史爲自己的領域，但他一輩子都在關注禪

宗研究，在 １９３０年代前後專注於禪宗史研究之後，有十幾年因爲第二次世
界大戰、政局變化，他受命擔任駐美大使，暫時放下了禪宗研究。但是，

１９５２年之後，當他開始有餘暇的時候，又開始研究禪宗史。１９５２年 ９月，他
重新拾起《壇經》的資料，檢討他自己過去的看法。那一年他到臺灣，在臺

灣大學講治學方法時，就舊話重提，大講他發現禪宗史料的經過，可見禪宗

史的興趣始終未泯。１９５３年 １月，在紀念蔡元培 ８４ 歲生日的會上，他又以
《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爲題做了一次演講，這一年他還寫了《宗密的神會

傳略》，這象徵著胡適再次回到他 １９３０ 年代的禪宗史領域和問題。此後一
直到他去世，他仍然在不斷地就禪宗史的文獻、歷史、方法進行探索。一直

到他去世前的 １９６１年 ５月 ２３日，他在病榻上仍然認真地重讀 １９２８年他曾
經考察過的《傳法堂碑》，並鄭重地記下在衢州月果禪寺居然有這塊碑的

原石。

在胡適的禪史研究論著出版之後，幾乎半個多世紀中，中國學術界甚

至日本學術界，都深受這些資料和觀點的影響。日本的入矢義高教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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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臺灣學者江燦騰曾經質疑，胡適的神會研究，是否曾經受到日本忽滑谷快天 １９２３ 年、１９２５ 年出
版的《禪學思想史》的啓發和影響，所以，並不算他的原創。江勇振在《舍我其誰：胡適傳》第二

部《日正當中：１９１７—１９２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６６１—６６４頁）中，一方面贊
成江燦騰的意見，但另一方面又指責江燦騰“只留心出版的作品，而忽略了胡適未出版的筆記和

手稿”。他認爲，胡適確實讀過忽滑谷快天的書，是“徵而不引的壞習慣”，但他又根據現存胡適

手稿，認爲胡適八年前即“潛心研讀佛學或禪宗的歷史”，因此發現神會新資料是“拜他八年來

用功之所賜”。因此，“胡適對禪宗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革命的意義，以及神會在這個革命裏所扮

演的角色的認識，在這時（１９２５）就已經奠定了”。按：胡適在 １９２４年就開始自己思考禪宗史問
題，１９２５年 ３月 ４日寫神會一節，主要依據是《宋高僧傳》，對《景德傳燈録》頗有批評，這有當時
的“禪學史手稿”爲證。因此我懷疑，在禪宗史研究之初，胡適未必依據了忽滑谷快天的著作。

在未被收録於《胡適書信集》（包括《胡適全集》）、寫於 １９２６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一封致顧頡剛的信
中，胡適提到他在巴黎看伯希和帶回的敦煌卷子，説：“發見了不少的禪宗重要史料，使我數年擱

筆的《禪宗史長編》又有中興的希望了。前年（１９２４）作禪宗史，寫了八萬字，終覺得向來流行的
史料，宋人僞作的居多，没有八世紀及九世紀的原料可依據，所以擱筆了。”（原載《國立中山大

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二卷第 １５期，此據蔡淵迪《跋胡適致顧頡剛書信兩通》，載於《敦
煌學輯刊》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第 １５９—１６９頁。）胡適的禪宗史看法的形成，應當與忽滑谷快天關係
並不大。雖然 １９２６年發現敦煌神會文書時，有可能參考過忽滑谷快天的書，受到了一定的啓
發，但是，胡適從敦煌文獻入手重新審視禪宗歷史，通過整體質疑禪宗系譜的書寫，來重建一個

可信歷史，在方法上他的意義更大。所以，不必糾纏於他是否沿襲了忽滑谷快天的書。當然，江

燦騰也並不否認胡適在中國學界對禪宗史研究的開創性意義。



田聖山教授，都是佛教研究中的權威，但他們在與胡適交往通信中，不僅深

受影響，也很認同胡適關於禪宗史的一些説法。柳田聖山先生還編過《胡

適禪學案》一書，專門討論胡適的禪宗研究以紀念這個開創者。在臺灣和

香港，一直到 １９６０年代，圍繞胡適關於《壇經》的考證再次掀起爭論，包括
錢穆等學者都捲進去了。中國大陸在 １９５０年代重新開始禪宗研究以後，其
實，大多數學院學者的研究也還是在胡適的延長綫上的。只是大陸當年把

胡適當做“敵人”來批判，連胡適在禪宗研究上的成績也一筆抹殺，所以，只

好在歷史學與文獻學的角度與方法之外，新增加了兩個觀察立場和分析維

度，來超越過去的研究。第一個是所謂“哲學史”，這也是由於中國大陸宗

教研究長期設置在大學的哲學系，並推動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念研究宗

教，所以，禪宗研究中增加了宇宙論與知識論層面、唯心唯物觀念角度的研

究，最著名的如任繼愈及其弟子們；第二個是“社會史”，在有意無意中，繼

承了傳統儒家對於佛教在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面作用的批判，把禪宗放在

政治、社會和經濟角度進行研究，最重要的如范文瀾《唐代佛教》以及思想

史領域的追隨者。可是應當説，一直到 １９８０ 年代，中國大陸的禪宗研究並
没有多大起色，也没有什麽專書出版。

１９８０年代以後，禪宗研究興盛起來。正如我前面所説，先是出現了“歷
史與文化批判”的新角度；再往後，受西方現代甚至後現代禪學研究影響，

出現了新的禪學論述，這當然是後話。今天，中國大陸的禪宗研究著作已

經非常多①，如果不算佛教界内部的研究，而只討論學院的學術研究，那麽

這些論著大體可以歸納爲三種：（一）“哲學史研究”的進路，主流是用馬

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發展史的分析方法，我認爲，這是一種“反西方的西方

模式”；（二）“歷史學與文獻學”進路，這方面成果不少，比如發現神會碑

銘，整理敦煌本《壇經》、《神會語録》等，近年來有關禪宗的碑誌文獻大量出

現，可見，以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爲主的研究方法最有成績②；（三）“文化

批評”進路，這包括由於對現代性的質疑而引出的價值重估，對歐洲近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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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包括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
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以及洪修平、賴永海、麻天祥、潘桂明、蔡日新、劉思果等人的禪宗史論述。
但是應當指出，在這一方面，方法仍然略嫌簡單，採用這一進路的學者，對歷史語境和社會背景，

即政治狀況、社會生活、禮儀風俗的重建以及普通信徒觀念和知識的關注仍然不够，對文獻上的

文本細讀、疊加層累、僞中之真、真中之僞的複雜方法運用仍有距離。



化與哲學的質疑①。但是，依我的看法，中國學者最擅長，也是最有成就的

仍然是歷史學與文獻學的研究，在這種史料批判和歷史評價上，禪宗史研

究還是没有走出胡適的時代，想建立新典範，恐怕没有那麽容易。

我想特别强調的一點是，胡適的禪宗史研究的意義，不是對禪宗史具

體的歷史或文獻的結論。如果要細細追究的話，可能胡適的很多説法都有

疑問，比如前面説到的：（１）關於《壇經》不是惠能的作品而是神會的作品，

這根據是不足的②；（２）滑臺大會，他説開元年間滑臺大會是禪宗史南宗與
北宗盛衰的轉捩點，這個説法是誇大的③；（３）安史之亂中神會爲朝廷籌
“香水錢”奠定了南宗的正統地位，也被證明很不可靠④。但是，我們爲什麽

要説他依然是禪宗史研究的開創者呢？這是因爲胡適最重要的貢獻，就是

建立了中國學術界研究禪宗的典範。爲什麽是“典範”？這裏主要指的，就

是這個中國禪宗研究的歷史學與文獻學範式，這個研究範式影響了和籠罩

了至今的中國禪宗研究，現在中國學界研究禪宗，仍然走在胡適的延長

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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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但是，應當指出，這一進路中，往往過度詮釋頗多，而西方擅長的“心理學”和“語言學”方法，至

今中國學界仍然並未很好把握。

關於《壇經》的作者是神會，胡適的證據之一是《壇經》和《神會語録》裏面，很多術語和思想相

近，但是這個説法並不成立，因爲學生和老師之間相似是很自然的；之二是惠能不識字，不可能

講這麽深奥的思想，但是焉知惠能不識字是真是假；之三是《鵝湖大義碑》中有説荷澤一系的

“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檀經傳宗”一句，胡適認爲，這證

明神會炮製了《壇經》，但是，這段話只能證明神會一系用《壇經》作爲傳授時的憑信，不能證明

神會就是自己撰寫了《壇經》。就連胡適自己後來也改變了看法，《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中，胡頌平記載説：“到了……（１９５９）二月二十日，先生在此文（指《六祖壇經原作檀經考》）的封
面上自注説‘後來我看了神會的〈壇經〉兩個敦煌本，我也不堅持〈檀經〉的説法了’。”（《編者附

記》，第 ２２２４頁）胡適論據中比較有説服力的，是《壇經》裏面有惠能説的“吾滅後二十餘年，邪
法撩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豎立宗旨，即是吾正法”這一條，所以，

這段話一定是後來與神會有關係的人的説法，爲了證明真傳嫡系在神會，所以《壇經》和神會

肯定有關係。但是我們相信，更可能的是神會對《壇經》有修改補充，而不是神會自己炮製

《壇經》。

滑臺大雲寺並非佛教在唐帝國的中心，没有特别大的意義，同時，辯論會在唐代相當普及，凡是

有疑義，常常就會有論戰，這一次在滑臺舉行的論戰是否特别有影響？還是有疑問的。與神會

辯論的“崇遠法師”不是北宗，而是義學僧人，一個法師，他敗了不等於北宗敗了，那個時代，北

宗禪可能對神會很不屑，因爲當時的北宗禪正如日中天。

關於香水錢，雖然贊寧在《宋高僧傳》説過這件事，但只是簡單叙述了一下，把它當作南北宗之

爭的一個大關節，則是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纔開始的，很多人都接受這個説法，但是這是不

可靠的。參看葛兆光《荷澤宗考》，《新史學》（臺北：史語所）第五卷第 ４期。收入《增訂本中國
禪思想史———從 ６世紀到 １０世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



在這個“典範”中，有三點特别要肯定：

第一，是他開拓了禪宗史研究的新資料，特别是在敦煌卷子中發現了

很多有關禪宗的新資料。１９３５ 年，他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講的時候，曾經説
到能够顛覆禪宗正統派妄改的歷史的新資料，一是要從日本寺廟中找，一

是從敦煌石室寫本中找①。其中，他對敦煌資料的重視是從 １９１６ 年在美國
留學的時候開始的，當時他曾寫過英文文章糾正過英國敦煌編目的錯誤，

後來，由於對白話文學史和中古思想史的兩方面興趣，他對佛教新資料就

更加關注，這纔有了 １９２６年他去歐洲尋找敦煌文獻中的禪宗史料的事情，

這可不是忽滑谷快天的影響②。經由他發現並且整理出來的神會和尚的幾

份卷子③，仍然是我們瞭解禪宗史上最重要的歷史時期的基本史料。没有

這些史料，禪宗史不可能擺脱燈録系統的影響，顛覆傳統的説法，寫出新

的、清晰的禪宗歷史來。

第二是他重新書寫了禪宗史的脈絡，提出了中古禪宗史研究的新方

法。與古史辨派所謂“層層積累的僞史”説一樣，他有關菩提達摩見梁武帝

故事爲“滚雪球越滚越大”④，《壇經》從敦煌本到明藏本字數越來越多是

“禪宗和上妄改古書”⑤，以及中唐禪宗編造系譜常常是“攀龍附鳳”的説

法，給後人相當深刻的影響。雖然，他特别强調神會在禪宗史上的意義，把

弘揚南宗禪的重大功績都加在神會身上，包括惠能的《壇經》也是神會炮製

的，戰勝北宗也是神會滑臺大會的功勞，在傳統禪宗史之外重新建立起來

一個以神會爲中心的中國禪史，可能這些説法並不可靠，我後來寫《荷澤宗

考》就反對這個看法。但是，由於胡適的“新説”，使得禪宗史研究者一方面

要抛開燈録的叙事系統，一方面又需要在反駁胡適叙事的基礎上再建構，

這就像西方哲學中的“四元素”説、化學上的“燃素”説一樣，不一定正確，卻

成爲一個新模式。在胡適發現神會的資料之後，他對於禪宗系譜與歷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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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胡適《中國禪學的發展》，《胡適文集》（十二），第 ３０１—３０２頁。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傳》第二部《日正當中：１９１７—１９２７》，第 ６８４—６８５ 頁認爲，胡適有意識
去尋找新資料，是在美國讀書時受到“高等考據學”啓發，以及赫胥黎《對觀福音書》的影響，可

備一説。

１９２６年，先後在巴黎發現《頓悟無生般若頌》（胡適認爲就是《宋高僧傳》中説的《顯宗記》）、《菩
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即滑臺大會上與崇遠法師等的辯論）、《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劉澄集》

（陸續與衆人的問答）、《五更轉》（南宗宣傳詩歌），見於 １９２７年他的《海外讀書雜記》。
胡適《菩提達摩考》，收入《胡適文存》三集卷四，《胡適文集》（四），第 ２５７頁。
胡適《壇經考之二》，收入《胡適文存》四集卷二，《胡適文集》（五），第 ２５４頁。



獻研究方法的認知越來越明晰。他反復强調，“今日所存的禪宗資料，至少

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宋和尚道原（《景德傳燈録》）、贊寧（《宋高僧傳》）、契

嵩（改編《壇經》）以後的材料，往往經過了種種妄改和僞造的手續”①，强調

“中唐與晚唐有許多僞書與假歷史，都成了《景德傳燈録》的原始材料”②。

主張對一切系譜與史料進行質疑，便成爲他的禪宗史研究的出發點③，他也

指出了禪宗史料造僞的時代。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記載，胡適曾致信

柳田聖山説到，“從大曆到元和（７６６—８２０），這五六十年是‘南宗’成爲禪門
正統，而各地和尚紛紛的作第二度‘攀龍附鳳’大運動的時期”④。另一方

面，他也非常積極地尋找可以“穿越”禪宗譜系的真史料，正因爲如此，不僅

較早的敦煌禪籍就成了他質疑禪宗譜系的重要憑據，而且唐代碑刻史料也

成爲他層層剥去禪宗“舊史”的原始依據。在這一點上，他比忽滑谷快天、

宇井伯壽等學者要更有貢獻，因爲他使得禪宗研究重新開闢了新的歷史學

途徑。

第三，正是因爲他自覺地質疑禪宗史料，要在禪宗自我編造的系譜之

外重新叙述禪宗史，因此，他對於“教外資料”，即唐人文集、碑刻資料有特

别的重視。從現在留存胡適的大量筆記文稿中我們看到，胡適曾經相當詳

細地做過《全唐文》中隋唐時期各種佛教、道教碑銘的目録，不僅一一記下

有關隋唐佛教人物的 ２１６份碑銘、塔銘，記録了碑主、卷數、作者，而且標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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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見《神會和尚遺集》自序，收入《胡適文存》四集卷二，《胡適文集》（五），第 ２３５ 頁；他在 １９５２ 年
１２月 ６日在臺大演講《治學方法》的時候，還重新提到，１９２６ 年到歐洲發現敦煌禪宗資料的事
情，指出當時可以看到的材料“尤其是十一世紀以後的，都是經過宋人竄改過的”，又以日本學

者矢吹慶輝發現敦煌本《壇經》爲例，説明擴張史料的重要。陳垣《中國佛教史籍概説》中評論

《禪林僧寶傳》時，也説到禪宗燈録是“以理想爲故實”。

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臺北：正中書局 １９７５年版，第 ６１７頁。
正因爲如此，他既對已經看到敦煌文獻的鈴木大拙“過信禪宗的舊史，故終不能瞭解楞伽宗後來

的歷史”有所批評。當然，對忽滑谷快天完全依賴傳統史料叙述禪學思想史，也不能認可。見胡

適《致金九經》，載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第 １４ 頁。此外，１９６０ 年 ２ 月 ９ 日胡適又在演講
《禪宗史的假歷史與真歷史》中從鈴木九十歲紀念文集説起，認爲他“是有雙重人格的人，他用

英文寫的禪宗很多，是給外國的老太婆看的，全是胡説。但他用日文寫的禪宗，就兩樣了，因爲

日本還有很多研究禪宗的人，他不能不有顧忌了”。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３１７２—３１８３頁。
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第 ６３０頁。１９５９年 １２ 月胡適致嚴耕望的信中，又談到“十宗之説，
實無根據，南北宗之分，不過是神會鬥爭的口號，安史亂後，神會成功了，人人皆爭先‘攀龍附

鳳’，已無南北之分了，其實南宗史料大都是假造的……”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

稿》，第 ３１０５—３１０６頁。



出這些人物的卒年，以便對佛教史一一排比①。我注意到，越到晚年，胡適

越重視唐代禪宗石刻文獻的重要性，在他最後的歲月，即 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中，
他不僅依然特别關注各種金石文獻中的唐代禪宗碑文（在他留下的讀書筆

記中有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白居易的《唐東都奉國寺禪德

大師照公塔銘》、李朝正的《重建禪門第一祖菩提達摩大師碑陰文》、李華的

《左溪大師碑》、《鶴林寺徑山大師碑》以及《嵩山（會善寺）故大德淨藏禪師

身塔銘》等等）②，而且他還特别提醒學者，對這些載於《全唐文》的碑文、詔

敕要有警惕③，要注意直接查閲真正目驗過碑石原文的文獻如《金石録》、

《金石萃編》等等④。這一點他遠遠超出了忽滑谷快天，使得中國以及日本

學者開始形成以傳世的文集、碑刻、方志等“教外資料”，印證新發現的敦

煌、日韓古文書，佐之以教内佛教禪宗典籍的研究傳統。要注意，由於這種

歷史和文獻學的研究思路，很多唐代文集中的碑誌以及石刻文獻，都統統

被發掘出來，這成爲禪宗研究中的歷史學與文獻學結合的路數。胡適一直

到晚年，還在很有興趣地討論這個碑、那個碑的史料價值，在唐代文集中到

處發現可以打破傳統禪宗記載的資料。這成了一個傳統，也成了一個方

法，至今中國學者也還是沿著這一條路在走，應該説，這是中國學者的特長

或者擅長之一。包括印順法師的《中國禪宗史》、楊曾文的《唐五代禪宗

史》、杜繼文等的《中國禪宗通史》以及我本人於 １９９５ 年出版 ２００７ 年修訂
的《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也還是走在胡適的延長綫上。

三、與日本與歐美相比：什麽是中國

學者有關禪宗史研究的特色

　 　 在日本與歐美的禪宗史研究這一方面，我並没有資格作全面的介紹，
以下所説的内容，只是用來觀察禪宗研究領域裏面，歐美和日本學者與中

國學者的不同，探討一下中國的研究特長與將來出路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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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均見《胡適全集》第九卷。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 １０册。
見 １９６０年 ２月 １１日撰寫的《全唐文裏的禪宗假史料》，《胡適全集》第九卷，第 ４４１—４４４頁。
見 １９６１年 １月 ６日撰寫的《金石録裏的禪宗傳法史料》，這一筆記討論了宋代趙明誠所見的《能
禪師碑》與《山谷寺璨大師碑銘》等等，《胡適全集》第九卷，第 ５３９—５４１頁。



日本的中國禪宗研究，比中國興盛得多，研究論著也多得多，有的著作

水準相當高。關於這一方面，請大家看一本很好的入門書，即田中良昭編

《禪學研究入門》，這部很細緻的入門書最近又有新的修訂本問世①。這裏

我不想全面叙述，因爲日本禪宗研究歷史很長、著作太多，這裏只是就我關

心的領域和問題，重點指出兩點：

第一，應當看到，日本有關禪宗歷史和文獻的研究，至今仍然相當發

達。這方面要舉出有代表性的禪宗史研究學術著作，很早期的，人們會提

到大正、昭和年間如松本文三郎的《達磨》（東京：國書刊行會，１９１１）、忽滑
谷快天的《禪學思想史》上下卷（東京：玄黄社，１９２５）、宇井伯壽的《禪宗史
研究》第一至第三（東京：岩波書店，１９３９，１９４１，１９４３）等等②。在這以後，
日本的禪宗史研究仍然有相當深入的成果，二戰之後如阿部肇一的《中國

禪宗史の研究》（東京：誠信書房，１９６３）、關口真大的《禪宗思想史》（東京：
山喜房佛書林，１９６２），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只是特别要提到柳田聖山
（１９２２—２００６），這是日本禪宗史研究的重要學者，如果要研究禪宗初期的
文獻與歷史，他的《初期禪宗史書の研究》（京都：法藏館，１９６７）是不可不
看的關鍵性著作③。此外，如較早的山崎宏對神會的研究、鈴木哲雄對唐五

代禪宗歷史的研究④，滋野井恬對唐代佛教禪宗的地理分佈之研究⑤，稍晚

的，如石井修道對宋代禪宗史的研究⑥，衣川賢次對禪文獻特别是《祖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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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田中良昭《禪學研究入門》（第二版），東京：大東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
這些都是禪宗研究的名著，奠定了現代日本有關中國禪宗歷史與文獻研究的基礎。其中，忽滑

谷快天的《禪學思想史》中的中國部分，可以説是第一部完整的、系統的清理禪宗歷史的現代著

作，雖然它尚未參考過敦煌新發現禪宗文書，主要依賴禪宗自己的燈録和佛教的僧傳構建歷史

系譜，但是他給後人留下了禪宗的一個基本的歷史輪廓。其中，特别是他以禪宗六祖惠能爲分

水嶺，區分達摩到六祖是唯傳一心、簡易明瞭、只此一途的“純禪時代”，六祖之後是棒喝機鋒、

分宗開派、禪法分歧的“禪機時代”，這種區分背後的價值評判，很值得注意。而宇井伯壽的三

册《禪宗史研究》，則廣泛參考了更多的文獻，包括新出土的敦煌文書和散見於藏外的史料，以

及各種石刻資料，對禪宗史上各種宗派和人物的傳承，作出細緻的考證，非常有參考價值。

前面提到，柳田聖山和胡適曾經有過交往，編過《胡適禪學案》，對於瞭解胡適的禪宗史研究有

很大的幫助。他的這一著作對於禪宗早期的史書如敦煌發現的《楞伽師資記》、《傳法寶紀》等

等，有很深入的研究，至今研究早期禪宗文獻，特别是敦煌禪宗文書，都要參考這部著作。關於

柳田聖山的中國禪宗史研究，可以參看何燕生《柳田聖山與中國禪宗史研究———深切懷念柳田

聖山先生》，載於《普門學報》（２００７年 １月第 ３７期）。
鈴木哲雄《唐五代禪宗史》，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１９８５年版。
滋野井恬《唐代佛教史論》，京都：平樂寺書店 １９７３年版。
石井修道《宋代禅宗史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版。



的研究①、野口善敬對元代禪宗史②、伊吹敦對唐代禪門的研究③、小川隆對

神會與唐代禪語録的研究④，都相當出色，這些論著仍然延續著歷史學加上

文獻學的研究路數。特别值得佩服的是，日本學者常常以研究班的方式，

針對某一文獻，數年如一日地集體討論、考證和研究，甚至一再重新討論，

因此常常能够拿出相當厚重的成果⑤。

第二，是有關傳統禪思想的現代哲學詮釋。在這方面，中國學者常常

並不在行。正如我前面所説，中國研究禪宗的學者，有成績的多在歷史學

和文獻學方面，除了印順之外，基本上是學院學者，與寺院禪僧不同，與有

信仰的居士學者也不同，一般對於禪思想並没有多少興趣。可是日本卻很

不同，一方面很多著名禪學者來自禪門宗派，不僅對於禪思想有深入體驗

與理解，而且闡發和弘揚這種禪思想的立場相當自覺；另一方面他們很早

就接觸西洋哲學思想，常常有意識地在日本本土思想資源中尋找可以對

抗、接納和融匯西方思想的東西。因此，禪思想常常就作爲化解、接引、詮

釋、對抗西方的哲學，被他們使用。在這方面，也許可以舉出鈴木大拙

（１８７０—１９６６）、西田幾多郎（１８７０—１９４５）、久松真一（１８８９—１９８０）和西谷
啓治（１９００—１９９０）爲代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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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衣川賢次《祖堂集劄記》，載於《禪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２４ 號（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他與小川隆、土屋
昌明、松原朗、丘山新等合作，撰有“祖堂集研究會報告”多種，發表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各

期上；又，可以參看衣川賢次與孫昌武等合作校訂整理《祖堂集》，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７年版。
野口善敬《元代禪宗史研究》，京都：禪文化研究所 ２００５年版。
伊吹敦《禪の歷史》，京都：法藏館 ２００１年版。
小川隆《語録の思想史》，東京：岩波書店 ２０１０ 年版。此書的中文本：何燕生譯《語録的思想
史———解析中國禪》，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此外，还可以看他的《神會———敦煌文
獻と初期の禪宗史》，京都：臨川書店 ２００７年版及《語録のことば》，京都：禪文化研究所 ２００７
年版。

比如《碧岩録》，就有老一輩的入矢義高、中年一代的末木文美士、年輕一代的小川隆的精細研

究和闡發，而唐代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就有石井修道與小川隆等人對它詳細準確的注釋和

翻譯，他們所採用的，基本上就是文獻學的扎實做法。

（一）鈴木大拙的很多禪宗研究著作，是有意識回應西方古代哲學和現代思想的，多是英文著

作。他的有關論述，把東方的禪思想説成是主流的東方思想，又以臨濟禪作爲主流的禪思想，然

後加以現代的發揮，比如“禪”超越西方 Ａ與非 Ａ的二元對立，“悟”使人們能够反身意識自身生
命意義，以綜合的肯定超越分析的否定，以非邏輯性瓦解思維的邏輯性等等，在 ２０ 世紀鈴木大
拙與西方心理學家榮格（Ｃａｒｌ Ｇ． Ｊｕｎｇ）和弗羅姆（Ｅｉｃｈ Ｆｒｏｍｍ）互相溝通，就在心理學與宗教之間
産生很大影響。其實，就是用東方思想尤其是反智（反理性）主義對抗西方理性主義和現代思

維。參看鈴木大拙《禪問答と悟り》、《禪と念佛の心理學的基礎》，久松真一的著作如《禪の現

代的意義》。（二）西田幾多郎是日本很有西方哲學素養的學者，專門從哲學角度闡 （轉下頁）



毫無疑問，日本禪宗研究與中國禪宗研究，在方向、問題和重心上有很

大的不同。前面已經説到，這種不同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因爲歷史原

因，禪宗在中國和日本的發展不同，八九世紀禪宗由留學僧人、遣唐使傳入

日本，經過日本奈良時代的發展，到鐮倉時代發展出五山禪文化，興盛一

時。雖然近代曾經有過明治時期的“神佛判然”等挫折，但很快重新振作，

至今禪宗不僅廟宇衆多，財力雄厚，而且開辦不少大學①①。而中國在宋元之

後禪宗漸漸衰落，即使到了近代，也没有回到學術世界的視野中心來②。第

二，是近代學術背景差異。日本的佛教與禪宗研究，自從明治以來，不僅受

到西方印度學、佛教學的影響，學會西洋宗教學的分析方法和歷史學的文

獻訓練，還受到西方哲學的衝擊與刺激，因此才會出現所謂關於禪宗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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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①

②

（接上頁）發禪宗的超越思想與有關“無”的本體論思想，試圖通過禪宗思想的參究，弘揚東方禪思

想的世界意義，由於長期在京都，所以開創所謂日本哲學的“京都學派”。（三）久松真一則繼

承這些思想，以存在主義的“無”與禪宗的“無”進行對比分析，認爲存在主義的“無”是永遠不

能克服的宿命的否定性，而禪宗的“無”則是自律的、理性的，能够克服宿命的否定性（没有意義

的生命）和絶對二元論（生死）的積極、肯定的智慧，一旦體悟，是“從出生的歷史到出身的歷史

的大轉换”。見久松真一《禪の現代的意義》，載於鈴木大拙、宇井伯壽監修《現代禪講座》第一

卷《思想與行爲》，東京：角川書店 １９５６年版，第 ３１９ 頁。這種禪思想的現代詮釋風氣，至今仍
然在延續。可以參看前引阿部正雄《禪與西方思想》和《禪與比較研究：禪與西方思想續編》

［Ｚｅ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牶 Ｐａｒｔ Ｔｗｏ ｏｆ ａ 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 Ｓｅｑｕｅｌ ｔｏ “Ｚｅ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１９９７）］。
比如京都的花園大學（臨濟）、東京的駒澤大學（曹洞）等等。

這裏可以概括地從三方面講：（１）日本禪僧可以充當國家的使者、禪宗對世俗政治領域和生活
世界的深刻介入，這不是中國禪宗可以想象的。佛教在奈良時代以後就是日本的政治軍事力

量，在十四世紀以後，日本武士中普遍流行禪宗，禪宗成爲日本武家社會的重要思想支柱，更因

爲通曉漢文，又常常介入政治活動。比如《善鄰國寶記》就記載過足利時代的相國承天禪寺住

持絶海中津（１３３６—１４０５），１３９２年爲官方起草過政府給朝鮮官方的文書；而豐臣秀吉準備侵略
朝鮮之前，曾經在天正二年（１５９２）供奉禪宗僧人西笑、惟杏、玄圃，因爲他們“通倭、漢之語路”，
所以，西笑終生都給官方起草外交文書，惟杏、玄圃就給豐臣秀吉征討朝鮮起草檄文，文禄二年

（１５９３）玄圃還給豐臣秀吉起草日本和大明之間的和約文書。（２）日本禪宗經由叢林制度逐漸
寺院化、宗派化，通過對漢字書寫的語録、評唱、公案的深入體驗，漸漸形成自己的思想，比如他

們對《碧岩録》和《無門關》的重視，也與中國禪宗的風氣很不同。（３）由於宋元之際、明清之際
的中國禪僧東渡和日本禪僧的西來，而刺激出新宗風，並影響社會和政治，出現了前者如大休正

念（１２１５—１２８９）、無學祖元（１２２６—１２８６）、一山一寧（１２４７—１３１７），後者像榮西（１１４１—１２１５，
傳臨濟宗黄龍派、並傳天台、真言，有《興禪護國論》）、道元（希玄，１２００—１２５３，傳曹洞宗），特别
是隱元隆琦（１５９２—１６７３），明清之間在日本開創黄檗宗。這些日本禪宗史上出現的傑出人物與
變化現象，都不是宋元以下中國禪宗所具有的宗教現象，因爲日本禪僧對於中國文化影響很小，

而中國禪僧對於日本文化影響很大。要研究日本禪宗史而研究有關日本的中國禪宗史，其實已

经是很大的一個領域，它時時刺激着禪宗研究的變化和發展，如野川博之《明末佛教の江户佛教

に对する影響———高泉性潡を中心として》就是一例。



真的是佛教，禪宗思想與西方思想孰優孰劣這一類充滿現代意味的問題的

爭論。特别是，他們中間很多是禪宗的信仰者與實踐者，因此，在西方思想

衝擊下，他們試圖以禪思想來回應和抵抗的心情，就格外迫切，那種對於禪

宗的超歷史的過度解釋、哲理化禪宗思想和實踐性組織活動①，就呈現了他

們的努力方向。而這一種努力方向，是以歷史和文獻爲中心的中國禪宗研

究者所不具備的。

再説一下歐美的禪宗史研究②。在這一方面，我没有做過深入研究，只

能就 １９８０年代以後，也就是過去籠罩性的鈴木（大拙）禪終結之後的一些
新話題和新趨向，舉一些例子③。

首先是關注“周邊的或邊緣的領域”。一般説來，中國學者很容易一方

面把禪宗看成是漢傳佛教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則較多聚焦於禪宗精英層面

的話題，關注禪宗的傳承系譜與思想脈絡④。可是，近幾十年來歐美學者的

研究取徑卻很不一樣，他們一方面始終對漢族中國周邊即日本、中國西藏、

蒙古、中國新疆、越南、朝鮮的佛教禪宗有很多的關注，特别是對古代的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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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鈴木大拙的海外傳播禪宗，久松真一對海德格爾、田立克的對談，他所創立的 Ｆ．Ａ．Ｓ 協會，根
據三個中心觀念即“無相的自我”（Ｆｏｒｍｌｅｓｓ Ｓｅｌｆ）、“全人類”（Ａｌｌ ｍａｎｋｉｎｄ）、超歷史（Ｓｕｐｒ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參看吳汝鈞《佛學研究方法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１９８３年版。
１９９３ 年以前的情況，可以參看馬克瑞（Ｊｏｈｎ ＭｃＲａｅ）的“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４：２（１９８５）：ｐｐ．３５４ ３７１；佛爾（Ｂｅｒｎａｒｄ Ｆａｕｒｅ）的“Ｃｈａｎ ／ Ｚ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法文原載《遠東亞洲叢刊》（Ｃａｈｉｅｒｓ ｄＥｘｔｒｅｍｅＡｓｉｅ，７；ＥＦＥＯ，ＰａｒｉｓＫｙｏｔｏ，
１９９３），有蔣海怒所譯中文本《英語世界的禪學研究》；近年的研究情況，可以參看羅伯松（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ｓｏｎ）《在佛教研究的邊界上》（中譯本），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佛教史研究的方法與前
景》（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８９—１０９頁。當然，後者並不是專門介紹禪宗研究，而是包
括禪宗在内的東亞佛教研究。

２００６年以來，英文世界有關禪宗史的著作，如 Ｊｉａ Ｊｉｎｈｕａ（賈晉華）：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Ｗｅｎｄｉ Ｌ． Ａｄａｍｅｋ：Ｔｈｅ Ｍｙｓ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Ｍａｒｉｏ Ｐｏｃｅｓｋｉ：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Ｍｉｎｄ ａｓ ｔｈｅ Ｗａｙ（有關洪州宗）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Ｍｏｒｔｅｎ Ｓｃｈｌｕｔｔｅｒ：Ｈｏｗ Ｚｅｎ Ｂｅｃｏｍｅ Ｚｅｎ（有關宋代禪宗
史）（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ｅｉｉ，２００８）；Ａｌｂｅｒｔ Ｗｅｌｔｅｒ：Ｔｈｅ Ｌｉｎｊｉｌ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Ａｌａｎ Ｃｏｌｅ：Ｆ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Ｆａｔｈｅｒ（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在較早時期，中國學者中只有吕澂、陳寅恪等少數學者例外。我在另一篇論文《預流的學問》，

載於《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 ５期）中説到，中國學者裏面，陳寅恪就注意並且也加入這一學術取向
之中。比如 １９２７年剛剛回到中國的陳寅恪發表的《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就是運用他對各種
文字如藏文的知識，研究了一個叫作“法成”的吐蕃僧人，在河西被吐蕃佔據和張義潮光復時

期，往來於吐蕃、敦煌、甘州等地的講經説法情況。



蕃、西域和西夏，較早的學者中，無論是法國的戴密微，還是意大利的圖齊，

都在這一方面相當用力。佛爾《英語世界的禪學研究》中提到的 Ｗｈａｌｅｎ
Ｌａｉ 和 Ｌｅｗｉｓ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合編的《漢藏早期禪學》（１９８３）①、Ｊｅｆｆｒｅ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ｏｎ的
《西藏早期的禪學》、馬克瑞對南詔（今雲南）禪宗的研究，以及大量對日本、

朝鮮禪宗的研究論著，都説明這一方向長期被堅持。這當然是由於歐美東

方學對於中國“四裔”———不僅是滿、蒙、回、藏、鮮，也包括西域、南海———

的地理、歷史、語言、文化的關注，對於他們來説，所謂“中國”與“四裔”，並

不像中國學者有中心與邊緣的差異，因此，就像他們對中國“本土”抱有關

注一樣，對這些邊緣地區的禪宗流傳也曾經相當用心。另一方面，他們對

於禪宗本身的研究也不像中國學者那樣，把眼光集中在著名禪師和精英階

層中，真的相信“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的感悟體驗，或者是沉湎於語録、公

案、機鋒之類的語言文字資料，把禪宗當作玄妙與超越的思想史來研究，而

是深受文化人類學等學科之影響，非常注意“眼光向下”，不僅注意到禪宗

信仰的民間傳播與滲透，而且關注形而下的問題，如禪宗的教團、禮儀、贊

助與規矩。比如，我們看到一些有關禪宗的“Ｒｉｔｕａｌ”的討論，例如佛爾編的
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Ｒｉ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②，鮑狄福（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 Ｂｏｄｉｆｏｒｄ）的 Ｚ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Ｆｕｎｅｒａｌｓ牶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③。他們的目的顯然是
把宗教放進具體的歷史語境，從社會學角度觀看宗教的形成與信仰的傳

播，考察看似破棄戒律卻遵循清規的禪宗，觀察禪宗如何在政治、社會與寺

廟中實際存在。也許，這是百多年來，甚至更早的歐洲東方學就形成的傳

統。正是因爲歐洲有一個廣泛的東方學傳統，又有各種語言、文書、考古的

工具，因此，他們一貫相當注意研究中國的邊疆地區，發掘邊邊角角的新資

料，加以新解釋，禪宗史研究領域也一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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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Ｗｈａｌｅｎ Ｌａｉ，Ｌｅｗｉｓ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Ｅａｒｌｙ Ｃｈａ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Ａｓｉａ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佛爾（一譯佛雷或傅瑞，Ｂｅｒｎａｒｄ Ｆａｕｒｅ）：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Ｒｉ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ｕｒｚｏｎ，２００３）。
鮑狄福（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 Ｂｏｄｉｆｏｒｄ）的“Ｚ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Ｆｕｎｅｒａｌｓ：Ｒｉｔｕ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Ｖｏｌ．３２ ２：ｐｐ．１４６ １６４。
例如，法國學者戴密微的《吐蕃僧諍記》就是利用了巴黎所藏的敦煌文書（伯 ４６４６），對八世紀後
期發生在吐蕃的印度佛教和大唐禪宗爭論的一個研究。通過對於敦煌漢文文書《大乘頓悟正理

論》尤其是一個叫王錫的人的序文的研究，把過去僅僅從藏文資料《桑耶寺志》中看到蛛絲馬跡

的佛教論爭歷史，一下子搞清楚了。説明八世紀後期，迅速崛起的漢地禪宗，曾經影響過吐蕃，

只是在與印度佛教的較量中失敗，纔退出吐蕃。後來，日本學者如上山大峻、今枝由郎等，也加

入了這一領域，並且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成績。



其次，值得中國學者注意的是，近年來歐美學者對日本禪宗研究與詮

釋中隱含的政治背景的發掘與批判①。近三十年來，像 Ｂｒｉａ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Ｓｈａｒｆ、Ｂｅｒｎａｒｄ Ｆａｕｒｅ等人已經從日本學者如鈴木大拙叙述和構造
的“禪”形象中走出來，開始追究那些看上去寧靜、空無的“禪者”的歷史背

景和政治取向。他們不再把現代日本禪學研究者向西方刻意傳播的禪思

想和禪藝術，放在想象的純淨的思想世界，而是放回到現實的歷史世界中

去②。特别是，當他們借用福柯的“知識”與“權力”的理論，以及薩義德的

“東方學”思路來反觀日本的禪學研究時，他們尖鋭指出，日本禪學者形塑

“日本心靈”和“日本人”的時候，强調“靈性的經驗”，會有意誇大日本禪宗

和西方思想之間的對立，如果放回歷史語境之中，顯然這與日本所謂“大東

亞聖戰”中所凸顯的東西方對立，是一致的，日本宣傳禪宗思想和境界的獨

一無二性，多少是在西方面前凸顯著日本的優越性，其實骨子裏面是一種

民族主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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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參看 Ｐａｕｌ Ｓｗａｎｓｏｎ：Ｒｅｃ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Ｚｅｎ，日文本《禪批判の諸相》，載《思想》，東京：岩波書店
（２００４年第 ４期），第 １２６—１２８頁。
Ｂｒｉａ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Ｚｅｎ ａｔ Ｗａｒ （Ｗｅａｔｈｅｒｈｉｌｌ：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９７）；日文本《禪と戰爭：禪佛教は戰爭に
協力したか》，東京：光人社 ２００１年版。應該指出，他對禪宗的這一批判也受到日本京都花園
大學的禪宗研究教授市川白弦（１９０２—１９８６）《佛教者の戰爭責任》（東京：春秋社 １９７０年版）的
啓發。Ｂｒｉａ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是一個傳教士，１９６１年也就是越南戰爭期間到日本之後，對基督教聖戰很
有懷疑，覺得佛教的和平之道很好，於是漸漸對禪宗發生興趣，因此不僅學習參曹洞禪，而且開

始進行禪宗研究。但是，當他看到二戰期間一些著名禪僧的言論後，他又産生很大懷疑。這本

書就從日本明治時期禪宗的動向開始，考察日俄戰爭（１９０４—１９０５）中的“護國愛教”、１９１３ 年至
１９３０年佛教與日本軍部在“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中的合作，以及一直到二戰期間的各個禪僧與
禪學者的表現，指出他們與“皇國”或“軍國主義”的關係。另外一個學者羅伯特·薩福（一譯沙

夫，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Ｓｈａｒｆ）的一些論著，則考察的是鈴木、日本禪和民族主義或者帝國主義之間的複雜
關係。他認爲，鈴木大拙在構造一種東方人與西方人奇怪的二元對立圖像時，借用禪與現代西

方思想的差異，對西方進行否定，特别是在二戰中所寫的有關《日本的靈性》和《禪與日本文化》

等等，其實與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確立日本精神價值的意義，是一致的。包括他對日本禪和中國

禪的認識中，常常流露中國佛教衰亡没落，日本禪宗在宋代以後成爲純粹和正宗，也是同樣帶有

這種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背景的。

比如法裔美國學者佛爾（Ｂｅｒｎａｒｄ Ｆａｕｒｅ）的 Ｃｈａ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ｉｇｈｔｓ牶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ｇ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此書有一章譯爲日文《禪オ
リエンタリズムの興起———鈴木大拙と西田幾多郎》，載《思想》（東京：岩波書店）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５—１６６ 頁；這一點，現在并非僅僅是歐美學者，有的日本學者如末木文美
士、石井公成等，也逐漸加入批判的行列。如末木文美士與辻村志のぶ《戰爭と佛教》，收

入《近代國家と佛教》（“アジア佛教史 １４”·日本 ４；東京：佼成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五章，
第 ２２３—２４０ 頁。



再次，是通過新理論新方法，對於禪宗史加以重新認識。歐美學者近

年來，往往借用一些現代理論如福柯的系譜學、利科的詮釋學等等，對有關

禪宗的傳統歷史研究和文獻考證的一般原則進行重新理解①。比如，把禪

宗歷史系譜作爲後來禪宗的記憶、想象和重構，而不是把它當作信史來看

待；又如，對於過去認爲是可信度較高的早期文獻、石刻文獻，他們並不承

認史料真實程度會有不同等級和序列，甚至要從根本上質疑這些文獻，認

爲這也許只是想象祖師或者編造歷史的“另一個版本”。這一點，下面我們

還將仔細討論②。

可是，無論是日本學者對於禪思想的哲學解説，還是歐美學者對於禪

宗在當代的民族主義表現的研究，目前尚不是中國學者關注的焦點，中國

學者擅長的、也是最關注的，仍然是在禪宗史的歷史與文獻學研究領域，

也就是胡適當年開拓的領域。但是，看看歐美、日本學者引入後現代理

論來討論禪宗歷史與文獻的流行傾向，我們不禁要問：胡適代表的這

一傳統歷史學、文獻學方法，還有用嗎？它是否要跟著新潮流一起變

化呢？

四、當代新方法潮流中：胡適的

禪宗史研究方法過時了嗎

　 　 法裔美國學者佛爾在《正統性的意欲》中，對過去相對研究不是很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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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一些這方面的研究，未必非常可靠，也有從理論出發，爲解構而解構的作品。例如羅伯松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ｓｏｎ）批評過的 Ｍａｒｔｅｎ Ｃｏｌｅ：Ｆ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ｙｏｕｒ Ｆａｔｈｅｒ牶 Ｔｈｅ Ｚｅｎ ｏｆ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ａｎｇ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Ｂｅｒｋｅｌ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的研究就是一例。見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ｓ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ＨＪＡＳ ７１． ２
（２０１１）：ｐｐ．３１１ ３４９。
這方面法裔美國學者佛爾（Ｂｅｒｎａｒｄ Ｆａｕｒｅ）的《正統性的意欲：北宗禪之批判系譜》（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ｏ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牶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很有代表性。原書是作者 １９８４年以法
文書寫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訂成的，１９９７年由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出版，現在有中文本蔣怒
波譯《正統性的意欲：北宗禪之批判系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但是這個譯本似
乎有一些問題，這裏不能詳細討論。中文世界對本書的評價，參看龔雋、陳繼東《中國禪學研究

入門》，第 ２１７—２２０ 頁。Ｆａｕｒｅ 還有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牶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ｈａｎ ／ Ｚｅ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另外，近年去世的美國學者馬克瑞（Ｊｏｈｎ
Ｒ． ＭｃＲａｅ）的《由禪諦觀》（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Ｚｅｎ）也很有代表性。



分、並且評價相對較低的北宗禪①，進行了一個新的研究。按照佛爾的説

法，過去胡適接受了宗密的觀點，站在南宗神會一邊，以頓、漸分别南北，雖

然胡適批判了後世各種禪宗文獻的“攀龍附鳳”，但他把南宗、北宗“誰是正

統”的問題，看成是歷史的真實内容。而佛爾則不同，他把“誰是正統”這個

問題，看成是禪門各個系統的“正統性意欲”，就是追求政治承認的運動，認

爲這一本來曖昧甚至叛逆的運動，成爲後來三個世紀禪宗主導的和支配的

意識，形成了禪宗的革命歷史。换句話説，就是禪門各種派别各種文獻，都

在這種“正統性意欲”的支配下，在建構禪宗系譜。

他把這個追求正統性的過程分爲五個階段：（一）六世紀，禪師在北方

中國宣稱達摩爲祖師，試圖在北中國立足，但是不很成功；（二）七世紀中

葉，東山禪門在南中國崛起，但未曾與北方禪門建立聯繫；（三）七世紀末，

神秀逐漸接近中央政府；（四）神秀的成功與神會的崛起，在安史之亂中成

功成爲正統；（五）安史之亂後，中央政府的衰落和新禪宗宗派在各地的興

起，正統性轉向馬祖道一②。這個禪宗史系譜我大體上可以同意。不過我

的問題是，根據各種西方新理論重新建構的這個系譜，究竟與過去根據敦

煌文書等新材料，由胡適以及其他人重新叙述的禪宗史有什麽區别？似乎

没有。佛爾在書中，徵引了包括福柯、利科、海德格爾等等理論，也採用了

很多新穎的術語，可是，是否禪宗這樣的歷史研究，就一定需要結構主義、

詮釋學、知識考古及系譜學等等那麽複雜和時尚的理論？這些都值得

深究③。

另一個近年去世的美國學者馬克瑞（Ｊｏｈｎ ＭｃＲａｅ，１９４７—２０１１），在佛
爾的法文本博士論文之後、英文本著作出版之前，也出版過《北宗與早期禪

佛教的形成》（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１９８６）。這部書比起佛爾的著作來，似乎比較偏向歷史學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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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有必要説明，我在撰寫《中國禪思想史———從六世紀到九世紀》一書的時候，没有機會看到

佛爾和馬克瑞的著作。同樣，佛爾在 １９９７ 年出版他的英文版此書的時候，也没有看我本人在
１９９５年出版的《中國禪思想史———從六世紀到九世紀》對北宗禪的歷史與思想的一些新研究。
《正統性的意欲》中文本第 ６頁，英文本，ｐｐ．４ ５；但是，在這一段短短的禪史概述中，有不少問
題：（一）把法如和慧安當做神秀的弟子（Ｈｉ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ｅｓ），（二）神秀 ７００ 年被召，並非長安而是
洛陽；（三）神會並非在安史之亂中因爲香水錢達到目的，這是受了胡適的誤導。

他的另一部著作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牶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ｈａｎ ／ Ｚｅ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是 １９９１ 年
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此外，他還編有一部論文集 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Ｒｉ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Ｃｕｒｚｏｎ，２００３）。



學的風格。有趣的是，他們兩位其實都受到日本柳田聖山的影響，而柳田

聖山則受到胡適的影響①。但是，西方知識背景和歐美學術傳統中的佛爾

和馬克瑞，似乎都不太像柳田聖山那樣，恪守歷史學和文獻學的傳統邊界，

對於目前可以看到初期文獻如敦煌文獻保持著尊重和敬畏，並以這些文獻

爲判斷尺規。馬克瑞就批評説：“來自敦煌寫本的證據，大都只被用來在原

有的傳統圖像上加繪一些更美的特點，只是在前述的系譜模式上加添知識

上引人矚目的細節。”②如果説馬克瑞的《北宗》一書還没有太多的理論表

述，那麽，後來出版的 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Ｚｅｎ牶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裏面，就比較明顯地借用後現代理論，
並且把歷史與文獻放置在理論視野之下重新考察。這部書的一開始，他就

提出了所謂的“馬克瑞禪研究四原則”（ＭｃＲａｅ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Ｚ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③，這
裏固然有他的敏鋭，但也有其過度依賴“後”學而過分之處④。在這四條原

則中，第一條是“它（在歷史上）不是事實，因此它更重要”（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ｒ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ｓ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第二條是“禪宗譜系的謬誤程度，正如它
的確實程度”（ｌｉｎｅａｇｅ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ｓ ｗｒ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第三條是
“清晰則意味著不精確”（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據説越是有明確的
時間和人物，它就越可疑；第四條是“浪漫主義孕育諷喻”（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
ｂｒｅｅｄｓ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據説，説故事的人不可避免要創造英雄和壞蛋，禪史也同
樣不可避免，於是歷史將在想象中隱匿不見。

也許，這一理論太過“後現代”，這些原本只是禪宗歷史上特殊的現象，

在馬克瑞的筆下被放大普遍化了，當然也要承認，我們如果回到最原始的

文獻中去看，唐代禪宗史中確實有這種“攀龍附鳳”的情況。

不妨舉一個例子。以我個人的淺見，近幾十年中古禪宗史研究最重大

的收穫之一，也是海外學者對於中古禪宗史研究的重要成績之一，就是法

裔美國學者佛爾和日本學者伊吹敦，通過一塊碑文，即《侯莫陳大師塔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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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正統性的意欲》中文本，第 １頁；英文本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ｍｅｎｔ，ｐｐ．１。
引自馬克瑞另一篇翻譯成中文的文章《審視傳承乎：陳述禪宗的另一種方式》，作者贈送的列

印本。

在馬克瑞贈給本文作者的《審視傳承乎：陳述禪宗的另一種方式》文稿中，有他自己的中文翻

譯，其中，第一條：“它（在歷史上）不是事實，因此它更重要”，第二條：“每一個有關傳承的主張，

如果重要性越多，則其問題也就越大”。

Ｊｏｈｎ ＭｃＲａｅ：ＭｃＲａｅ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Ｚ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ｅｅ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Ｚｅｎ牶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Ｏａｋｌ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ｘｉｘ．



證明了法藏敦煌卷子 Ｐ．３９２２、Ｐ．２７９９、Ｐ．３９２２的《頓悟真宗金剛般若修行達
彼岸法門要訣》①是智達禪師（也就是侯莫陳琰，他是北宗老安和神秀的學

生）在先天元年（７１２）撰寫的，聯繫到另外一份敦煌卷子 Ｐ．２１６２，即沙門大
照、居士慧光集釋的《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真宗論》，這篇《論》原來被誤認爲

是神會南宗系統的，現在被證明，其實它們都是北宗的。最令人吃驚的是，

他們都講“頓悟”，比號稱專講“頓悟”的神會要早得多，於是，禪宗史就擺脱

了傳統的“南頓北漸”的説法，也許還是神會剽竊了北宗的思想，反而在南

北之爭中倒打一耙，使得後來形成了“南頓北漸”的固定看法②。可是需要

指出，這不是得益於後現代理論和方法的産物，而恰恰是傳統歷史學與文

獻學方法的成果。

所以我要問的問題是，胡適當年的研究，不用後現代的理論和方法，其

實也達到了這樣的認識，爲什麽今天的禪宗研究一定要弄得這麽玄虚呢？

１９９３年，福克（Ｔ．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Ｆｏｕｌｋ）撰寫了《宋代禪宗：神話、儀禮以及僧侣實
踐》③，這篇被認爲是“過去的十五年關於中國禪宗史出版的最重要的著

作”，據説它的意義是指出“我們對唐代禪宗史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代

文獻的産物”④，但是，這不是胡適早就指出的現象嗎？從胡適以來，學者們

已經知道所謂唐代禪宗史基本上都是以禪宗自己書寫的燈録爲基本綫索

的，這些傳燈録只是後人對禪宗史的叙述，這在中國禪宗史研究領域已經

成爲共識或常識。因此，胡適纔會提倡，如果能够更多地依賴“教外”資料

比如文集、碑刻和其他佛教徒或非佛教徒的記述，也許就可以看到，各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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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還有英藏（斯坦因編號）Ｓ．５５３３、日本龍谷大學藏 ５８號等等，共有七個抄本。
但是，還值得考慮的是，《頓悟真宗論》的作者署名中，沙門大照與居士慧光，是一人還是兩人，

過去似乎都以爲是一人，最早英國學者 Ｌ． Ｇｉｌｅｓ 在 １９５１ 年針對 Ｓ． ４２８６ 殘卷，於倫敦發表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ｕｎｈｕ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 中，就説“大
照”和“慧光”是一個人，問答是自問自答。但是，從文中記載（慧光）“居士問”與“大照禪師答”

的對話來看，恐怕是兩個人，因此，就要考慮大照有没有可能是著名的普寂？而裏面提到大照

“前事安闍黎，後事會和尚”中的“會”，有無可能是“秀”之誤。田中良昭已經指出，老安（傳説

５８２—７０９）和神會（６７０—７６２）相差了八十多歲，似乎慧光無法既跟隨老安，又跟隨神會。那麽，
姓李的長安人慧光居士是誰？此外，如果大照真的是普寂，那麽，這份文書的時代，應該在什麽

時候？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 Ｆｏｕｌｋ：Ｍｙｔｈ，Ｒｉｔｕａｌ，ａｎｄ Ｍｏｎａｓｔｉｃ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Ｓｕｎｇ Ｃｈ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ｉ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ｎｇ Ｃｈｉｎａ，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Ｂ Ｅｂｒｅｙ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Ｎ．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ｐ．１４７ ２０８．
羅伯松（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ｓｏｎ）《在佛教研究的邊界上》，中文本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佛教史研
究的方法與前景》，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９０頁。



録和在燈録之後的各種研究著作中，究竟禪史被增添了多少新的顔色，又

羼入了多少代人的觀念和心情。

中國的禪宗史研究者理應向胡適致敬。國際禪宗研究界也許都會察

覺，在禪宗研究領域中，各國學者的取向與風格有相當大的差異。在中國

學界，類似西田幾多郎似的禪宗哲學分析並不很普遍，類似鈴木大拙那樣

從信仰與心理角度研究禪宗的也並不發達，對於禪宗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

義的分析，恐怕也還没有太多關注，倒是歷史學與文獻學結合檢討禪宗歷

史的路數，始終是中國學界的風氣與長處，而不斷從石刻碑文及各種傳世

文獻中發現禪宗歷史，把佛教史放在當時複雜的政治史背景之中討論，更

是中國學者擅長的路子。

這也許正是拜胡適（也包括陳寅恪、陳垣）之賜。

結語：在胡適的延長綫上繼續開拓

最後，我要越出“中古”的範圍，大膽地討論一下，在敦煌文書逐漸被發

掘的情況下，我們在禪宗史研究上是否還可以獲得新進展？還有什麽地方

可以讓禪宗史研究者繼續努力發掘的呢？我想針對中國學界説一些不成

熟的看法，這裏不限於“中古時期”，也不限於“中國禪宗”。

首先，對於禪宗在亞洲更廣大區域的傳播、變異和更新，非常值得研

究。這一點，佛爾在《正統性的意欲》中已經提到，他説應當“打破流傳至今

的中日（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視角所帶來的限制”。他説，要注意禪宗曾經在唐代
作爲一種思想（我覺得同樣重要的是，禪宗作爲一種生活藝術和文學趣

味），曾經傳播到了中國和日本之外，比如中亞、吐蕃、越南、朝鮮，所以，應

當從更廣闊的地理空間和文化區域中“恢復它的原貌”①。雖然，所謂“恢

復原貌”有一點兒違背了他這本書“後現代”的立場，不過，我們確實應當承

認這個建議有道理，關注禪宗的傳播、影響、適應以及變化，並且更注意這

背後的文化和歷史原因。像八世紀末北宗禪宗與印度佛教在西藏的爭論，

像禪宗文獻在西域的流傳，像中國禪宗在朝鮮衍生支派，像日本禪僧對中

國禪的重新認識，像明清之際中國禪宗在西南與越南的流傳等等。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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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統性的意欲》中文本，第 ８頁。



面，戴密微的著作《吐蕃僧諍記》就值得學習。

其次，禪宗在各國政治、社會、文化上的不同影響，以及它在各國現代

轉型過程的不同反應和不同命運，其實是很值得討論的。以中國和日本的

歷史上看，我們看到，後來的中國禪宗，雖然經過宋代的大輝煌，但是它的

世俗化（從“佛法”到“道”轉向老莊化，不遵守戒律的自然主義，自由心證

下的修行）很厲害，自我瓦解傾向也很厲害。所以，它一方面成爲士大夫文

人的生活情趣，一方面在世俗社會只能靠“禪淨合流”以拯救自身存在，即

使明代出現幾大高僧，似乎重新崛起，但仍然曇花一現，一直到清代它最終

衰敗。這個歷史和日本很不一樣，日本僧侣的獨立化、寺院化與儀式化，經

歷五山、室町、德川時代的昌盛，到了近代仍然可以延續。它一方面通過介

入世俗生活深入民衆，一方面依靠與王權結合成爲政治性很强的組織，它

不僅可以與武士道、葬儀結合，也可以充當將軍的幕賓和信使，所以即使後

來遭到現代性的衝擊，禪宗仍然可以華麗轉身，與現代社會結合。後來出

現很多像鈴木大拙、西田幾多郎、久松真一這樣的學者，當然也出現深刻介

入軍國主義的宗教現象，更出現宗教的現代大學和研究所，這與中國大不

相同。所以，這些現象很值得比較研究，也許，這就是把禪放在“現代性”中

重新思考的研究方式。

再次，我希望現代學者研究禪宗史，不必跟著禪宗自己的表述，被捲入

自然主義的生活情趣、高蹈虚空的體驗啓悟、玄之又玄的語言表達，也不一

定要把禪宗放在所謂哲學那種抽象的或邏輯的框架裏面，分析（發揮）出好

多並不是禪宗的哲理。這不是現代的學術研究方式。反而不如去考察一

下，禪宗除了這些虚玄的思想和義理之外，他們還有没有具體的生活的制

度和樣式，他們在寺院、朝廷（或官府）、社會（或民間）是怎樣存在的。舉一

個例子，大家都知道《百丈清規》以下，有一些關於禪僧生活的規定，好像和

他們説的那些高超玄妙的東西不同，可是如果你看《禪林象器箋》就會知

道，禪宗寺院裏面各種器物，他們還是要維持一個宗教團體的有序生活。

所以，研究禪宗不要只是記得超越、高明、玄虚的義理，也要研究形式的、具

體的、世俗的生活。

最後，我們要引述幾句胡適關於禪宗史研究的話，來結束這篇論

文。胡適曾經評論日本禪學者和自己的區别，説“他們是佛教徒，而我

只是史家”；他又提到，“研究佛學史的，與真個研究佛法的，地位不同，故

方法亦異”。在 １９５２ 年他批評鈴木大拙談禪，一不講歷史，二不求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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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認爲，研究禪宗“第一要從歷史入手，指出禪是中國思想的一個重

要階段”①。

這些都是他的夫子自道。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完稿於東京大學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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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編》第六册，第 ２２９—２３１頁。


